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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战争后地方 

社会重建困境与近代江西经济衰落 

---以人口、捐输与厘金为中心 

黄志繁   杨金鹏 

【摘 要】江西在太平天国战争后的社会重建相当缓慢而艰难。人口数据显示，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江西人

口规模一直没有能恢复到战前。战后江西社会经济发展迟缓的直接经济原因有两点：第一，近乎摊派的捐输耗费了

江西重建的重要依靠力量———地方乡绅的财力，导致地方政府无法依靠地方社会力量开展各项善后建设工程；第

二，厘金的征收大部分要用于协济朝廷的军饷，地方政府自身也根本没有财力和精力去进行地方社会重建。以往研

究者在探讨近代江西落后的原因时，不同程度地强调了观念和文化落后的重要影响。实际上，如果从当时江西面临

的社会环境来看，即使江西人当时观念上有革新的需求，文化上有开放的气象，在面对战后财政困顿局面时，恐怕

也很难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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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繁，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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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在近代的衰落是个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许多学者已经对近代江西衰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学者都强调了江西思

想文化的落后、厘金的苛重、交通区位变化、经济结构转型等原因， 其中制度和文化的落后强调得最多。
①
笔者认为， 这些研

究虽然为回答江西近代衰落的原因指明了方向，但依然失之宽泛。实际上，制度和文化等因素固然重要， 但是近代江西首先还

是经济的衰落， 经济的落后是近代江西衰落的直接原因， 从经济因素切入探讨近代江西衰落则更能切中要害。另一方面，江

西的真正衰落是从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开始的，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 江西一直没有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江西如何应

对太平天国战争后的社会重建与近代江西为什么衰落是两个互为表里的问题。本文即拟从太平天国战争后江西重建问题切入， 

从经济因素入手分析近代江西衰落的原因。 

一、战后江西人口恢复缓慢 

人口的增长与否， 是衡量一个地方社会重建的重要标志。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江西究竟有多少人口死于战乱及战争

所引发的霍乱、瘟疫等灾害， 曹树基和王育民等学者都曾做过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②
曹树基以江西清代中期（1776—1850）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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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为标准， 综合考虑江西各府实际的社会环境因素和自然灾害的影响， 推算出各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

率，最后通过回溯，综合估算出相应人口的增长变化。表 1对战后清代江西 13 府 1 州的人口变化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排列。 

 

从表1可看出，自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来，至同治四年（1865）江西境内的太平军势力基本肃清，江西各

州府的人口都是逐渐呈下降趋势的。
③
而在十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中，江西人口大约损失了1172万。损失比例约为48.3%。曹树

基在此数据上分析认为，江西的人口损失率比苏、浙、皖的损失率要低一些， 并不在于江西境内的战争不够激烈，而是瘟疫、

霍乱等因战争所引发的流行疾病传播范围相对较小。
［1］

（P535-536)笔者还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江西人口锐减很有可能还与

自然灾害和人口移民有关。由于旱灾、水灾、蝗灾等自然灾害影响，致使大量耕地抛荒，加上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局势的动

荡， 百姓为求生存，不得不进行人口迁移。这也是战后江西人口统计数量递减的原因之一。姜涛在分析清末全国人口分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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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时，也认为这一时期人口频繁地地区间迁移， 也加速了人口分布的变动，太平天国运动平定后，鄂豫赣等省有向江浙皖的

移民运动以及北方直鲁等省向东三省和北内蒙古地区的移民运动。
［2］（P162-163)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同样也有着河南、浙江、安徽、湖南等地的大量流民迁入江西， 为战后江西地

方社会的重建贡献了大批劳动力。二者尽管在时间跨度上可能不相一致， 但在太平天国运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江西不仅成为

向外输出人口的重要地区，同时也是重要的人口迁入地则是不争的事实。笔者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战后江西人口数量的增长

无疑为江西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对外来移民的作用不应该持过高的评价， 毕竟外来迁徙人口在总体数

量上仍相对有限，且江西外来移民主要集中在赣北地区。葛剑雄、曹树基对此曾有过相关说明。“江西等省在战乱中尽管受到

很大的损失， 人口死亡也很多， 但除了北部几县外， 并未出现大的移民浪潮。原因之一是自元明以来，江西也一直是中国人

口的密集区。更主要的是，长江三角洲对移民具有更大吸引力。”
［3］(P473-474)

此外，地方政府对当时因战乱而迁入的外来人

口， 首先的策略通常是遣送回原籍。例如，同治六年，湖北捻军由蕲水窜入广济、黄梅间，蔓延数百里，恣意掠夺，距九江、

瑞昌仅一江之隔。难民纷纷东渡，时任江西巡抚刘坤一率水师出江堵截。贼退，因奏拨库帑赈难民，且资遣回籍。
［4］(卷59，P4646)

因此，战后江西人口恢复还是需要依靠江西自身人口的修复功能。曹树基在总结太平天国战后苏、浙、皖三省的移民情况时认

为，太平天国期间，苏、浙、皖的人口损失并未在战后得到充分的移民补偿，战后的人口恢复主要靠本区域的人口自然增长来

完成。
［5］(P469)

可见，即使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战后人口恢复的逻辑和江西也是一样的。综合而言， 正是由于战乱而使得

江西大量人口死亡， 致使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失去大量劳动力，导致江西地方社会经济遭受重大损失。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但值得关注的是，战后江西人口恢复极慢。从表1可以看出：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刚爆发，尚未波及江西，江西人口达到2400

多万；1865年，太平天国战争结束，江西人口损失约1172万， 人口锐减为1200多万； 到了1910年，清政府灭亡前夕，江西人

口虽然有缓慢增长， 但远未达到太平天国战争前的水平，才1400多万；直到1953年，江西人口离太平天国战争前的峰值还有近

800万的差距。1910年至1953年， 江西人口有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巨大消耗， 增长缓慢可以理解。1865至1910年，

江西境内并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和饥荒影响，人口增长为什么如此缓慢？ 其中原因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江西的社会经济实在凋

敝，无法支撑起人口的自然恢复和增长。 

二、捐输与乡绅的困顿 

在战争期间，清军筹办地方团练，地方团练的军费大多来自江西的富裕乡绅。笔者摘录了军兴以来江西部分州县地方士

绅捐输情况，制成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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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仅是江西部分州县捐输团练经费情况，据毛晓阳的研究， 太平天国时期江西捐项总计额为13 000.4万余两（其中有部

分为按户科派所得），居全国前列。
［6］

不可否认，捐输制度在其本身而言就是变相的剥削、扰民之策。有史料记载说：“俄

而，洪秀全等倡变祸及各省矣。其会办团练捐输也。於团练则不失寓兵於农之本意。於捐输则持百姓足， 君孰与不足之要言， 

故乡里气甚。”
［7］(卷9）

以捐输为名，取百姓之民力是清政府为敛聚军饷数额的策略， 这一政策直接造成了地方乡绅的贫困。

以《万安县志》相关记载为例： 

自壬子办团至是岁，凡十一年，大小十余战，杀贼无算，绅耆阵亡者十余名，团勇死者二、三百名，被掳者不计其数。办

器械，给粮饷，靡费共二十七万有奇，悉绅民自为筹办，不费公家一钱。而期间，所尤苦者，则莫若六、七两年（咸丰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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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者注）。盖是时，贼来无停晷，东西奔命，岁无暇日。室中所有，既为贼所括尽，耕获失时，加以团局需费月数千缗，民以

重困。疮痍之形，至今未复。
［8］(卷4） 

万安县所办团练“不费公家一钱”，全部取自民间，可以想象，相对富裕的乡绅肯定是捐输的主力。曾国藩在与其弟曾国

荃的家书中曾提及愧对江西士绅：“现在饷项颇充，凡抽厘劝损，决计停之，兵勇扰民，严行禁之，则吾夙昔爱民之诚心，弟

可为我宣达一二。吾在江西，各绅士为我劝捐作八九十万， 未能为江西除贼安民„„余在外数年，吃亏受气，实亦不少，他无

所惭，独惭对江西绅士， 此日内省躬责己之一端耳。”
［9］(P205)

曾国藩之所以觉得愧对江西士绅， 是因为江西士绅捐输经费

不少， 而他尚未为江西肃清“盗匪”。从中不难看出，江西士绅在战争中捐输经费确实不少。 

问题在于，战争结束后，江西地方社会重建依然需要依靠江西乡绅的捐输。时任起居注官夏同善因在乡服丧， 亲身经历战

争给社会带来的创伤， 同时也深刻认识到战后社会秩序重建的紧迫性。故其上书给同治皇帝言： 

凡此情形， 实堪悯恻„„应请特颁天语，告谕疆臣，于业已收复之区，凡有此等难民，务宜招集抚绥，多设收养处所，借

其姓氏里居，遍行榜谕，以便亲属闻知，认领回籍。至收养之资，诚恐一时无出，可否仰恳皇上天恩饬下各督抚转饬该藩司酌

拨正款，悉心筹办。其不敷之处，并饬地方官或首先倡捐，或多方劝集，饬令各发哀矜，群相协济。臣非不知库款支出博济为

难，惟是帑项一须，无论数目多寡，既奉特恩赈恤，地方官自必实力奉行。即官弁绅民，益当鼓舞奋兴，竭力捐助，行见上作

下应，事半而功实倍，灾黎成乐，其再生矣。
［10］(P3772) 

地方重建和社会救济工作逐步开展与实施，钱饷显然是关键。而筹办所需银两除了政府财政支出外， 还需要地方官员联合

地方士绅实施倡捐。从随后的廷寄批复中我们可以得知清廷欣然接受了夏同善的奏请。 

战争结束后，地方社会重建需要大量财力，但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都非常窘迫， 地方乡绅的捐输自然就成了地方社会重建

的重要财力来源。以同治四年为例，中央几乎在每个月都颁布诏令，通过增加学额来劝导地方乡绅捐输： 

正月丙午。以江西捐输军饷，永广莲花厅、靖安县学额各六名。 

二月丙戊。以江西捐输军饷，永广临江府学额五名，新喻县十名。 

五月庚戌。以江西捐输军饷，永广瑞州府学额四名，雩都县十名，永新县八名，奉新县三名。 

六月戊戌。以江西捐输军饷，永广安福县学额五名，上饶县三名。 

八月丁酉。以江西永宁县捐输军饷，永广学额四名。 

八月癸卯。以江西万安县捐输军饷，永广学额六名。 

十月丙辰。以江西分宜县捐输军饷，永广学额六名。 

十二月乙卯。以江西会昌县捐输军饷，永广学额八名。
［11］(卷126-164，P17-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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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士绅的捐输为清廷筹集军饷解决了一大难题， 通过捐输的地方士绅可以获得由户部颁发的空白文武职衔及贡监执照， 

但付出了不菲的财力。
［12］ 

实际上，战后江西的捐输基本上等于摊派，甚至发展到几省同时在江西设局劝捐的局面。时任江西巡抚的刘坤一实在不堪

忍受数省在江西劝捐，上书请求罢免新增的云南捐饷： 

臣查：江西屡遭贼扰，历十数年之久。全省糜烂，频年聚兵，防剿饷需无出。悉赖就地筹捐济用。小民当颠沛流离之际，

犹复蹶输。将实已筋疲力尽，迨后军事稍缓。浙江、安徽两省相继委员来江劝捐，浙、皖之捐甫毕。黔省捐局旋开，士庶时迫

追呼，竟无暇日，兵燹遗黎，何由修养生息?臣目击，民艰举起。凡本省应办善后工程，稍可从缓者，均令宽展时日，徐图筹办。

是江西专办黔捐一局，民力已属难支，若再添办滇捐，闾阎深虞苦累。
［13］(P623-624) 

从刘坤一的报告中可以看出， 本来战后的江西需要休养生息，筹办一些善后工程，但是，频繁的捐输使江省已稍缓应办善

后工程， 而疲于奔命地应付各种捐输。而从刘坤一略带有乞求的措辞中，似乎能够得知藩库所能调拨、支配款项实属匮乏。事

实上，刘坤一上书之后，各省纷纷来江省劝捐协饷的情况并未得到缓解，更糟糕的是甘、陕、黔、滇四省同时来江劝捐。同治

七年四月，刘坤一终于难堪重负，不得不上书请求酌将四省合为一局，按成匀拨，以归简易。其言曰： 

臣伏查：陕、甘、云、贵四省，军务方殷，饷需孔急。既经部议，准其来江设局收捐，自应遵办。惟江西前此用兵十余年，

悉系就地劝捐济饷。迨军务稍缓，又复接办邻省捐输。凡属殷实之家，早已精疲力竭，目下可捐之户， 殊觉无多。今若四省委

员同时设局，各劝各捐。不但捐生无所适从，即地方官亦难兼顾。
［13］(P657-661) 

作为江西的地方官，刘坤一深知江西“凡属殷实之家，早已精疲力竭，目下可捐之户，殊觉无多”，如果继续捐输下去，

地方官已经无法保证其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捐输虽然名义上是自愿原则，但是，从战争中到战争后，实际上都成了对江西人民的一种强行摊派任务。其直接的后果就

是江西地方政府组织战后重建的协同者———富裕乡绅基本上被捐输弄得筋疲力尽，重建地方的各项善后工程自然也无法再借

助地方乡绅的力量，举步维艰。 

三、厘金与兵饷协拨挪用地方重建资金 

厘金与兵饷协拨制度是清代后期一项重要的财政制度，其根源在于清代中期以后，中央政府财政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厄。加

之为应对战争局势的变化， 不得不设法筹措临时性收入以应之。江西是设立局卡，征收厘金较早的地区之一。 

江西的厘金征收税率是有着一个变化过程的，但总体趋势偏高，远远高于临近的安徽、湖南、湖北等省。咸丰六年乃在省

城设牙厘总局，厘定章程，定税率为值百抽二，逢卡完捐，并无定限。各地坐贾，则抽门厘。后为办理地方军务，更定抽分法，

改为首卡抽厘3%，次卡抽2%，共抽5%。嗣后因军饷太绌，遂于咸丰十一年提高税率，加收一起一验，定起捐为3%，验捐2%，两

起两验共抽10%，货物抽足10%后，任其所之，不再重征。
［14］(P284-285)

也就是说，江西的厘金征收比率由最初的2%上升到10%，

其税率远高于清政府“逢百抽一”的硬性规定，故时人所言：“江西厘金之重，尤甲于天下。”
［15］(P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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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金的源起在于应对军需所征集粮饷的临时性措施。自太平军势力基本被清军剿灭后，按理需裁并相应的常关厘卡，以缓

解民力。而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但地方督抚大多对此置若罔闻。罗玉东在论述战后江西的厘卡裁并情况时言：“同

治五年曾一度裁并分卡二十余处。光绪十一年存大卡六十四余处，小卡之数不详，光绪二十六年存大卡五十七处，是年裁去正

分卡共十三处，余正卡，小卡若干不详。”
［14］(P289)

所谓的裁并只不过是官样文章， 江西厘金征收一直延续到清政府灭亡前

夕。表3列举了战后江西地方厘金征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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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可以得知，光绪二十八年（1902）始，地方厘金改办统税之后， 江西所征收厘金数额骤然上升。正如万振凡在分析

近代江西农业经济转型的制约因素时直指百姓的厘金负担特重：“江西厘金款额收数很大， 但没有一文用在本省的经济建设上， 

江西厘金收数每年平均在100万两左右„„但是厘税所得用于军费的占去了30多万两， 上交中央户部等款占35万两左右，其他

费用占30多万两，用于本省的包括行政费用在内不到1%。”
［16］

除此之外，中央还试图重新确立起对地方财政的预算管理制度， 

以杜绝厘金办理人员贪婪侵蚀、中饱私囊的现象。同治十年十二月， 时任吏部左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的胡家玉，以战后时局艰

难，针砭时弊，其主张开源节流，与民休息。上条陈四事疏： 

厘金办理人员贪婪侵蚀、中饱私囊的现象。同治十年十二月， 时任吏部左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的胡家玉，以战后时局艰难，

针砭时弊，其主张开源节流，与民休息。上条陈四事疏： 

自古言理财者，不外开源节流。而论节流于今日，则莫大于核勇数，汰勇营；苟且补苴，非开源而视开源，又莫要于一捐

纳，谨厘税。咸丰年间，粤匪鸱张，征兵募勇，需饷甚巨。于是，就地抽厘，勇自外募，饷自外筹，部臣皆不暇过问。今发、

捻荡平，难保营官、哨官不虚张勇数，以少报多。花名既不可凭，报销从何稽核？应令造册报部，严惩抗违。至各省留防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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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者数万，最少数亦近万，诚部库一大漏厄。
［4］(卷53,P4199) 

地方督抚之所以虚报勇数， 其目的在于截留厘金，导致地方上的厘金除少许征解部库外，大多为地方所截留。 

同治四年十月，汪海洋撤离赣南，江西境内太平军势力基本肃清。但朝廷发布相关谕令，令江西等省协济西北军饷：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广东嘉应州发逆，全股殄灭。东南各省大局，虽已肃清。而豫楚捻匪，奔突靡常，蔓延数省。特经谕

令左宗棠等、将江、闽、各军暂行停撤。听候曾国藩函商„„此时江、闽、粤东军务已平。浙江、江西、湖南亦应撤防。自可

将各该省饷项，移作甘肃军需之用。嗣后，江西、浙江、湖南每月可协济甘省饷银若干两，并协济调赴鄂、豫、江、皖助剿勇

营饷银若干两。
［17］(卷168,P141） 

因此，江西沉重的军费负担并没有减轻，仅仅是将军费改为协济他省，甚至时而加征。兵饷协拨是清代起运制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 并早已有之，“凡拨协， 先尽邻近。此外各省若别有急需，应协济者，随时于邻近省份通融拨解。蕃库银如不敷用，

或动盐课，或请内帑，随时奏闻”
［18］(卷36）

。兵饷协拨又成了江西的另一沉重负担。 

同治五年正月， 时任江西巡抚刘坤一在总结江西战后财政情况时曾直言不讳地说：“江省用兵十数年，经费久匮，民力亦

疲。乃能于库藏告罄之。时设法劝捐抽厘，催征银米，岁集巨饷，供亿各军于物料短绌之日。”
［13］(P270)

 可见战后的江西厘

金之所以无法取消， 战后江西要承担沉重的协饷负担是重要的因素。表4列举了战后江西对外协拨款项的饷额。 



 

 10 

 

从表4中可看出，太平天国战争后的3到5年间， 江西几乎每个月都要承担几万两的协济外省军饷的任务，有时候甚至达到

10万两一个月，差不多达到100多万两一年。根据表3，江西每年征收的厘金在太平天国战后的3到5年， 大致在110—130多万两

之间， 可以料想这些银两大部分都“协济”了外省的军饷。因此，即使有厘金的收入， 江西地方社会依然无法获得必要的社

会重建资金， 地方官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去进行社会建设。 

四、余论：近代江西衰落的经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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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战争可以说是江西近代衰落的直接起点， 但相比同样遭受太平天国重创的江浙地区，江西的战后重建相当缓慢而

艰难。从人口数据上显示， 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江西人口规模一直没有能恢复到战前。特别是1865—1910的40多年间， 江

西境内没有大规模的军事活动，社会环境相对安定，这一时期江西人口增长缓慢只能解释为江西的社会经济发展迟缓。江西社

会经济发展迟缓的直接经济原因有两点：第一，近乎摊派的捐输不仅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而且在战争后耗费了江西重建的重要依

靠力量———地方乡绅的财力， 导致地方政府无法依靠地方社会的力量开展各项善后建设工程；第二， 地方政府自身也根本

没有财力和精力去进行地方社会重建， 厘金虽然大部分归属于地方截留支配，但厘金却要应付各种财政需求，特别是对外省的

军饷协济的压力。总体看来，战后的江西疲于应付朝廷的各种财政需求， 无法集中人力和财力进行地方社会重建工作， 导致

社会经济恢复缓慢， 终于奠定了江西在近代衰落的格局。 

以往研究者在探讨近代江西落后的原因时， 不同程度地强调了江西观念和文化落后的重要影响，本文的研究显示，即使江

西人当时观念上有革新的需求，文化上有开放的气象，在面对战后财政困顿局面时，恐怕也很难有作为。 

注释： 

①可参考温锐：《背离与错位———近代江西衰落原因的再认识》，《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

第4期；万振凡：《近代江西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刘义程：《发展与困顿：近代江西的工业化历程》，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参考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育民：《中国人口史》，南京：江苏人民出

版社，1995年版。 

③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洪秀全是在咸丰元年（1851）一月十一日，在广西金田村宣布起义，但太平天国运动对江西地方社

会的真正影响则在于咸丰三年二月十八日，太平军攻克九江府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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